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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1—2018 年的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使用熵权法构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

性发展的评价指标，测算其综合发展和耦合协调水平，同时考察国内大循环与我国城市经济韧性

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九大城市群的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均呈现上升趋势，城市规

模越大，经济韧性越强，国内大循环水平越高，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国内大循环对经济

韧性的发展存在显著且积极的正面影响；数字经济在国内大循环影响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起着正向

调节作用。因此，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加强城市群的区域循环建设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相

关产业可以有效促进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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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经济韧性”这一概念并不陌生。早在 2014 年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经济韧性”一词就多次出现。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2019 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这一发展目标再一次被提及。同时，

自 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充分用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消除结构性“供需梗阻”，

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已成为当前各界共识。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

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提高经济系统自身对外部冲击的调节适应能力，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改善等手段维持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动力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循环系统和

经济韧性是否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是否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的经济韧性？为回答以上问题，在梳理学者对

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和厘清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概念基础上，本研究将构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

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两者在城市中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水平，并探究其关系。

一、文献综述

韧性的定义最早源于物理学，用来形容金属在受到外力作用下形状发生改变，但最终恢复到原状的能

力。这一概念逐渐被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引用。受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和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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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发展经受了巨大阻力，学者们开始对区域经济应对冲击和危机的能力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经济

韧性”这一概念。近年来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被不断完善，学者们从制度、宏观经济、生态、城市发展、

产业发展等角度对区域经济韧性内涵展开了讨论。
［1］［2］

目前，由 Martin 提出的“区域经济韧性代表了一

个地区能够长期持续提升该区域经济系统能力的关键属性”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
3］

Martin 认为，可以从区域应对危机的持续性、恢复性、重新定位和复兴四个维度对区域经济韧性进行

测度，具体指标包括 GDP、失业人口数、工业增加值等。实证方面，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包括经济韧

性的测度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而围绕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认为产业结构
［4］

、城镇化
［5］

等作用显

著。国内学者以省份、东西部等为分析对象，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孙慧认为西部人口密度、传统的基础

设施建设及合理范围内的地方政府竞争均对经济韧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
［6］

丁建军指出，地理位置、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的

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
［7］

冯苑等使用 shift-share 分解方法探索了中国 159 个城市经济韧性的由来后发

现，抵抗期经济韧性来自二产和三产，恢复期的经济韧性则来自三产。
［8］

关于国内大循环的研究上，周晓瑜、王晓明认为，当前国际循环明显弱化，为满足国内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需求，必须从优化供给侧结构和扩大内需两个维度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
［9］

李传超、杨蕙馨则认为，

受国内创新领域的制约，中国参与创新国际循环仍受到阻力，应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打造畅通、高效、

自主的创新领域国内循环，提升中国创造的国际竞争力。
［10］

袁天艺则认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是要提

升对内产业发展和消费供给的质量和效益，需要积极扩大国内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层次。
［11］

李优树、张坤使用价值链长度指标衡量国内大循环，探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无论是向前还是向

后延长价值链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12］

任力和张立洁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应注重发展实体经济,避免投

资无序化,充分发挥货币资本对国内产业及企业的金融支撑作用。
［13］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及经

济韧性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资源错配和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方面。梁琦等指出，数字经济对

创新质量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进效果会更明显。
［14］

李春发等人指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边界拓展、交易成本降低、价值分配转移、需求变化倒逼促进制造

业转型升级。
［15］

张景娜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运用能够在农村劳动力和制造业就业之间产生有效

的转移效果。
［16］

张永恒则认为，虽然数字经济能够明显改善资本的错配，但是对劳动力的错配改善效果却

并不明显。
［17］

黄奇帆指出数字经济能为内循环注入动力。
［18］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经济韧性的测度和影响因素展开，关于国内大循环的测度、国内大循环

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同时研究样本较为单一，主要从单个地区或是省级层面进行研究，缺乏

从更微观的城市视角对经济韧性的现状展开研究。为此，本研究先构建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的指标

体系，然后以九大城市群 132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①2
，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水平进行测度，

2①根据国务院先后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名单，结合相关城市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共选取了九大城市群作

为研究对象，分别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吉安、宜春、抚州、

上饶、武汉、黄石、宜昌、襄阳、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咸宁、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

阳、常德、益阳、郴州、娄底）、北部湾城市群（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崇左、海口、湛江、

茂名、阳江）、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杭州、

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

宣城）、哈长城市群（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绥化）、中

原城市群（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川渝城市群（重庆、成都、自贡、

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关中城市群（运

城、临汾、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天水、平凉、庆阳）、京津冀城市群（北京、天津、石家庄、

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



并通过计算两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判断当前各城市经济发展与大循环水平是否协调同步，最后借助计量模

型检验国内大循环是否能够对经济韧性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并探讨影响的传导机制。

二、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模型构建

基于学者们的前期研究，对经济韧性的指标体系做如下划分：抵抗与恢复能力指标，衡量外部冲击、

突发事件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选择 GDP、人均 GDP、外贸依存度、居民储蓄余额、工业化程度以及外商直

接投资 6 个具体变量衡量；适应与调整能力指标，反映冲击发生后，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外部危机和干扰

所产生的变化，选取城市财政自给能力、GDP 增长率、金融发展质量、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居民在岗人数

等变量进行刻画；治理与转型能力指标，是指为保障经济系统的平稳正常运行，全社会各部门所采取的措

施，选取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多样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以及财政教育支出 4个指标。综上，从 3个维度

详细刻画经济韧性的发展情况。构建的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关于国内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

前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因此，

从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 4 个维度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标。选取新消费行业的就业人数、房地产投资金额、

工业三废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以及废水处理量来衡量生产指标；选取货物吞吐量、邮政业

务收入、流通行业从业人数、道路面积以及移动电话用户人数来衡量流通指标；选取零售总额、人口总数、

房地产销售面积来衡量消费指标；选取社会保障（养老失业医疗）和在职人员平均工资衡量分配指标，构

建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表中的权重由熵权法计算而来。

考虑到城市化进程、开放程度以及社会治理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了城镇化

程度、是否是自贸区所在城市及城市从事公共服务保障的就业人员人数作为控制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

量均使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 年）》中的数字金融

指数代表
[19］

。数据样本包含了中国九大城市群的 132 个城市 2011—2018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 年）》、各地统计公报、国家及各

省统计局网站，同时对个别数据进行了综合计算整理。上述数据中存在的缺失值，使用插值法、均值法进

行补齐。

基于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系统之间

的相互作用及强弱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C代表耦合度，衡量系统之间协同作用大小；D 代表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Y1、Y2 分别代表

国内大循环、经济韧性的综合指数。由于当前国际上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发挥国内超大内需和保

障经济平稳发展同等重要，因此假设α＝β＝0.5。根据何宜庆等[20］的研究，可以根据 D 的大小将系统

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划分为：D在（0.0,0.4］之间为失衡衰退，（0.4,0.6）为过渡协调，[0.6，1.0）

为协调发展。

表 1经济韧性与国内大循环指标体系

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中山）。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最终权重

经济韧性

抵抗与恢复 0.39

GDP（万元） 0.085

指标体系 人均 GDP（元） 0.004

外贸依存度（%） 0.111

居民储蓄余额（万元） 0.037

工业化程度（%） 0.008

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 0.145

适应与调整 0.29

城市财政自给能力（%） 0.043

GDP 增长率（%） 0.023

金融发展质量（%） 0.041

可支配收入（元） 0.036

城镇居民在岗人数（人） 0.148

治理与转型 0.32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0.01

产业多样性（%） 0.14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0.12

财政教育支出（%） 0.049

国内大循环

生产 0.259

新消费行业就业人数（人） 0.071

指标体系 工业三废排放量（万吨） 0.011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0.061

废水处理量（万吨） 0.006

房地产投资金额（万元） 0.109

流通 0.318

货物吞吐量（万吨） 0.037

邮政业务收入（万元） 0.075

流通行业从业人数（人） 0.099

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0.055

移动电话用户人数（万人） 0.052

消费 0.21

零售总额（万元） 0.072

人口总数（万人） 0.012

房地产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0.127

分配 0.213
社会保障（养老失业医疗）（人） 0.159

在职人员平均工资（元） 0.054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验证国内大循环、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本研究用 ERI 表示

经济韧性，CYCLE 表示国内大循环，DEFIC 表示数字经济，则经济韧性可以表示为国内大循环、数字经济的

函数：

ERI=F(CYCYLE,DEFIC)

实证研究的思路是：首先，构造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影响的基础模型 2,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关

系。其次，构建国内大循环对数字经济影响的模型 3，并将数字经济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 2中构建模型 4，

联合模型 3和模型 4 共同分析数字经济在国内大循环影响经济韧性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具体模型构建情况

如下所示：



最后，在模型 2 中引入国内大循环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构建模型 5，检验数字经济在国内大循环影响

经济韧性发展中的调节效应：

其中，ERIit 表示经济韧性指标，核心解释变量是 CYCLEit，分别按照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和国内大循环

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计算得到。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Xit 代表上文中提到的控制变量：城

镇化（CITY）、开放程度(FREE)、社会治理(PUBLIC)。中介变量 DEFICit 代表不同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指

标。

三、实证结果分析

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将从时空综合评价、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的影响及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

展的作用机理三个角度展开。

（一）时空综合评价

为了能够直观展现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的时序变化，图 1将 2011—2018 年间中国九大城市群的

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的平均值展现了出来。

首先，2011—2018 年间每个城市群的国内大循环指数和经济韧性指数都在稳步上升。国内大循环水平

增长最快的是中原城市群，增速为 1.27，北部湾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紧跟其后，增速分别为 0.92 和 0.85。

经济韧性发展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北部湾城市群，增速为 1.18，其次是川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增速

分别为 0.818 和 0.816。

其次，无论是经济韧性发展还是国内大循环水平，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均为发展最靠前的

区域，关中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水平相对靠后，其经济韧性发展指标约为珠三角城市群的 1/4，

国内大循环指标约为 1/6。与此同时，从绝对指标数值可以看出，即便是排名第一的珠三角城市群，2018

年的经济韧性发展指标平均值只有 0.21，国内大循环指标平均值只有 0.33，仍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当前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的运用仍存在较大上升空间，同时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抵抗突发风险并迅速从风险中调整

的能力有待加强。

最后，从城市规模的角度来看，拥有超大城市
②3
的城市群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水平最高，包含

特大城市和 I型大城市较多的城市群发展水平次之，而随着城市规模逐渐减小，城市群的国内大循环和经

济韧性发展水平也将愈发低下。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商品服务、各种生产要素、

科研创新的集聚程度将越高，能有效推动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和优化升级，吸引劳动力和消费者集聚，形成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进而增强经济韧性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其次，超大城市等人口规模巨大的城

市，往往也是城市群集群的中心，可以通过对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赋能并联合周边城市形成经济、

3②根据国务院 2014 年下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人口规模超过 1000 万的城市为超大

城市，特大城市和 I 型大城市则分别指人口规模在 500 万到 1000 万和 300 万到 500 万的城市。目前我国符

合标准的超大城市共有 7座，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



产业、文化联盟，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消除互相竞争，增强城市群的发展活力，因此城市规模越大的城

市群，整体发展效果水平较其他类型城市群要高。

在详细分析了九大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水平之后，利用耦合模型测算两者间的协调发

展程度，通过对比 2011 年和 2018 年的耦合协调发展，可以发现：

第一，2011 年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除了中山市跌出排名外，其余的 19 个城市在 2018 年时仍榜上有

名，说明耦合协调程度较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第二，经过 8年发展，城市间经济韧性与国内大循环的耦合协调发展的程度有了较大提升。以排名靠

前的城市为例：2011 年排名第一和排名第 20 位的城市，耦合协调程度分别为 0.67 和 0.35；2018 年排名

第一和排名第 20位的城市，耦合协调程度分别为 0.86 和 0.45；耦合协调程度为 0.45 的城市在 2011 年可

以排在第 10名（东莞市），然而在 2018 年同样耦合程度的城市只能排在第 20 位（合肥市），从侧面说明

了城市间经济韧性发展与国内大循环的耦合协调程度出现了整体上升。

第三，从地区整体分布来看，中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水平较稳定，耦合程度相对较好，绝大多

数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在（0.4,0.6）区间，属于过渡协调阶段，超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的耦合数值相对

较高，已超过 0.7，达到初级协调阶段，对比国内大循环指标和经济韧性指标可知，主要是国内大循环发

展较低阻碍了中东部城市的进一步协调发展。而中原城市和北部城市的耦合程度则两极分化较为严重，除

省会城市位于协调发展的良好阶段外，其余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多在（0.0,0.4］区间,位于失调衰退状

态，对比国内大循环系统和经济韧性系统可知，经济韧性发展低是制约这些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四，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达到协调程度 0.4 以上的城市个数从 2011 年的 15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28个，

其中长江中部城市群 1个，长三角城市群 12 个，中原城市群 1 个，川渝城市群 2个，关中城市群 1个，京

津冀城市群 3个，珠三角城市群 8个。从以上城市的空间分布可知，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耦合协调

的城市大部分位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这三个拥有超大城市的城市群，而只有少数耦合协调城市位于

其他城市群中。这说明，当前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区域协同发展效应已初步体现并且具有空间

集聚的效果，但在其他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城

市群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情况等因素有关。一般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中心”

城市，是城市群内部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的集聚场所。“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中城市互动的桥梁，

发挥着协调要素匹配、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安排优势互补等作用。“中心”城市的城市规模为区域发展提

供人力资本和人力储备，基础设施建设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便利的交通，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

构则为“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地区提供经济基础，反之，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心”不仅无法承担起引领带

头作用，还可能带来“虹吸”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作为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工业

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具有良好的资本优势和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又拥有现代化的江海港口群和机

场群，高速公路网健全，公铁交通干线密度全国领先，因此经济韧性发展与国内大循环发展能够在这个区

域得到较好的协调，超大规模的人口也有助于“中心”城市上海合理满足周边城市的人才需求，协调产业

发展，通过经济联动有效辐射周边城市，促进区域间共同发展。而北部湾和哈长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海

口、哈尔滨、长春则因为其自身的产业结构、人口流失、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无法对城市群中其他城市

产生协同促进作用。

通过对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以及两者耦合协调程度大小和增长速率对比分析发现，经济韧性发

展和国内大循环在城市群中存在较强的同步性，发展越好的城市耦合协调程度相对也越高。绘制城市群经

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水平的散点图，如图 2 所示，大量散点集中在左下角，只有零星分布在右上角，

说明当前城市层面的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图 2中的虚线表示国内大循

环指标和经济韧性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线性拟合关系，由于虚线向右上角倾斜，可知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正

向关系，且绝大部分的散点都围绕在拟合线附近位置，因此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经济韧性发展与国内大

循环的具体关系是可行且必要的。下文将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工具变量对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

的相关性进行详细分析，并借助中介模型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进行讨论。

（二）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

采用国内大循环 cycle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使用 Sargen-Baseman 检验对其进行外生性检验（原假

设：工具变量是外生的），检验结果 chi2 值为 1.61，P 值为 0.45，大于 0.05，因此接受模型中工具变量



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对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原假设：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有弱相关

性），结果显示 Shea’sPartialR-sq 为 0.20，P 值为 0.00，小于 0.05，拒绝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

假设，因此可以使用 cycle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发现，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工具变量对经济韧性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如表 2所示)，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

型、系统 GMM 模型分析发现，变量国内大循环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国内大循环对城市的经济韧性

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 2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的实证结果

OLS 2SLS LIML GMM IGMM RE

cycle
0.756

***
1.431

***
1.434

***
1.425

***
1.425

***
0.237

***

-0.0437 -0.0721 -0.0726 -0.0718 -0.0718 -0.0611

freetrade
-0.0641

***
-0.181

***
-0.182

***
-0.178

***
-0.178

***
-0.0750

***

-0.0198 -0.0345 -0.0347 -0.0342 -0.0342 -0.0204

society
0.00647

*
-0.00178 -0.00182 -0.000918 -0.000907 0.00903

***

-0.0038 -0.00495 -0.00497 -0.00489 -0.00489 -0.00308

city
0.00254

***
0.000312 0.0003 0.000352 0.000351 0.00250

***

-0.000236 -0.000288 -0.000289 -0.000285 -0.000285 -0.00049

_cons
-0.113

***
0.024 0.0248 0.0133 0.0132 -0.0800

*

-0.0428 -0.0557 -0.0559 -0.0549 -0.0549 -0.0468

R
2

0.682 0.469 0.467 0.472 0.472 0.6031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值的量；*、**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分析时采用异方差

修正且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对最小二乘法的工具变量对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的

相关性进行详细分析，并借助中介模型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进行讨论。

（二）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

采用国内大循环 cycle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使用 Sargen-Baseman 检验对其进行外生性检验（原假

设：工具变量是外生的），检验结果 chi2 值为 1.61，P 值为 0.45，大于 0.05，因此接受模型中工具变量

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对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原假设：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有弱相关

性），结果显示 Shea’sPartialR-sq 为 0.20，P 值为 0.00，小于 0.05，拒绝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

假设，因此可以使用 cycle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发现，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工具变量对经济韧性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如表 2所示)，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

型、系统 GMM 模型分析发现，变量国内大循环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国内大循环对城市的经济韧性

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正向促进作用。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城镇化程度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对于九大城市群中的各城市而

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加强均有利于经济韧性的发展。贸易自由度的回归

系数为负，说明外贸依存度越高，将越不利于经济抵抗来自外界的冲击，过度依赖外贸进出口不利于各城

市的经济韧性发展。

（三）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检验



在经济受到外部干扰、突发事件冲击的背景下，国内大循环是否可以通过发展数字经济的调节或者传

导路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的韧性发展？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引入国内大循

环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再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模型 1 中解

释变量 cycl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不考虑数字经济作用时，国内大循环水平的提升对经济韧性发

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4中国内大循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内大循环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同

样存在着促进作用。模型 2中，数字经济的中介系数为正，国内大循环系数也显著为正，并且高于模型 1

时的回归系数，说明借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设对经济韧性发展的促进作用将能得到

有效放大。国内大循环通过数字经济作为传导路径推动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其中数字经济的中介效应约

为 0.047，占总效用的 12.41%。

表 3国内大循环对于经济韧性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

被解释变量
ERI ERI ERI Defic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ycle 0.140
***
(0.0500) 0.191

***
(0.0548) 0.589

***
(0.161) 0.0891

**
(0.0365)

Defic 0.195
***
(0.0258) 0.180

***
(0.0258)

Cycle*Defi

c
-0.0774**(0.0307)

freetrade -0.0006144 -0.0197(0.0182) -0.0114(0.0175) -0.0674
***
(0.0173)

society 0.00463
**
(0.00217) 0.00243(0.00223) 0.00215(0.00219) 0.0124

***
(0.00382)

city
0.00411

***
(0.000700

)

0.00324
***
(0.000595

)

0.00333
***
(0.000599

)

0.00461
***
(0.000822

)

N 1051 1051 1051 1051

R
2

0.5662 0.6832 0.6769 0.9471

除模型 2 和 4的中介作用分析外，本文还研究了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3 中的模型 3所示。

由模型 3可知，当考虑了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后，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0.589），

并且远高于不考虑调节作用时的影响大小（0.191）；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也依然显著（0.18）；

Cycle*Defic 的估计系数为-0.074，即在国内大循环影响经济韧性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存在着显著且负

向的调节作用，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越好，国内大循环在促进经济韧性发展中的作用越低，并且由于数字经

济的估计系数为正，因此在促进经济韧性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大循环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由于

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的总体作用在模型 3中最大，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国内大循环体系产生

提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韧性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传统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向

新的领域延伸，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培养了新的消费方式和习惯，直播带货、线上购物等方式

激活了偏远地区的生产和消费，激活了国内超大市场的内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发展依靠对外贸进

出口的程度，提高了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另一方面，借助于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应用，行业内上下

游企业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交换和整合效率将大大提升，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将得到有效降低，有

助于提升全链条的资源配置效率，保障企业的生产和商品流通；同时，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将

推动企业业务流程、生产方式的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为产业结

构的升级转型提供了技术基础，为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复苏恢复提供了保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令人信服，将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采用数据分组、增加控制变量和更换回归模型

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数据分组。按照地理位置将全部城市分成九大城市群分别进行回归；第



二，更换回归模型。分别使用 LIML 和 IGMM 回归，国内大循环水平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第三，增加控

制变量。考虑到遗漏变量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

础上，再加入科技能力（tech）、城市地位（provincial）、规模以上企业个数（factory）等可能影响经

济韧性发展的其他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中列（1）到列（9）展示的是国内大循环对城市经济

韧性影响的分城市群样本回归结果，可知国内大循环 cycle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 0，验证了模型的稳健

性。表 4 中列（10）展示的增加了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在增加了科技能力、城市地位和规模

以上企业个数等三个控制变量后，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依旧是显著为正，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表 4 分城市群与增加控制变量的稳健性实证结果③4

-1 -2 -3 -4 -5 -6 -7 -8 -9 -10

京津冀 关中 哈长
长江中

游
北部湾

珠三

角
川渝 中原

长三

角
ERI

cycle

0.765
**

*

1.133
*

**

0.576
*

**

0.500
**

*
0.195

**
0.358

*

**

0.965
*

**

0.949
*

**

0.5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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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为探究新形势下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的影响作用，运用熵权法测度分析了中国九大城市群 132

个城市的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中介模型检验分析国内大循环、数字

经济和经济韧性发展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11—2018 年中国九大城市群的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水平均表现出上升

的趋势，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发展最好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增长最快的是北部湾城

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城市群中所包含的城市分级越高，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指标水平也将越高。第

二，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有 28 个城市达到了协调发

展状态，但这些城市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第三，

国内大循环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推动经济韧性发展，城镇化程度和社会公共管理及保障能力的提升对经济

韧性发展也会产生积极作用，外贸依存度对经济韧性发展则有一定的负面效应。第四，国内大循环可以通

过发展数字经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升级速度，从而促进经济的韧性发展，其中调节效应大于中

介效应，并能放大国内大循环对经济韧性发展的影响。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对于新形势下促进经济韧

性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促进城市群经济韧性发展。注重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加强其与其他规模城市的产业对接和关联互动，鼓励城市根据自身的禀赋优势，积极响应并承接产业转移，

构建多元化的现代经济体系，增强城市在遭遇外部冲击或风险时的抵抗和恢复能力。例如，由于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的问题，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都对城市规模进行了控制，因此周边地区和城市成为了超大城市

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的承接地区。周边城市应积极响应，提供便利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配套

服务，发挥产业协同、科创资源共享、一体化交通、公共服务共享的“同城效应”，促进城市间的共同发

展。二是合理安排城市群产业结构，弥补城市群发展差距，促进国内大循环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同发展。

发挥城市协作机制，将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进行扩散，合理规划各城市间的

产业分工，采用错位发展的策略，紧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关联，消除发展水平差距，实现共同繁荣，

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韧性发展提供新动能。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等高梯度

地区的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件、家电家具等产业可以逐步向中原、长江中游等城市群进行转移，促进相

对薄弱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三是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

流”综合成本，推动城市群的内循环建设，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发展。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

平、治理能力各有不同，直接形成统一市场还面临较多问题。因此借助现有城市群已经形成的区域相似性，

以大城市群为区域载体，通过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等构建的立体交通网络，在都市圈内部，通过城与城

之间的紧密联系有效扩大市场辐射范围，为构建高水平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基础，促进经济韧性发展。四

是大力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以及数字技术应用业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充分发挥数字经

济对于经济韧性发展的调节、中介作用。鼓励具有制造业良好基础的城市群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推进城

市群的制造业向高端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经济新动能的同时还能有效增强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促

进经济的韧性发展。通过数字要素驱动产业，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与消费升级快速渗透，建立生产者和消

费者良性互动机制，优化产品供给、精准定位目标用户，提供高质量产品，进而释放国内消费潜力，扩大

内需，为消费市场和经济的复苏提供推动力；推动“数字科技”和“消费信贷”新型结合，提高城市金融

创新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城市发展提供资金保障。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治

理有机融合，构建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 5G 等技术，完善城市信息的传

播与反馈机制，增强城市对潜在经济风险的感知和预测能力，提高城市对经济风险的应急反应速度和处置

能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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